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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 

和重庆中国美术学院 

韩靖
1
 

（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广东 肇庆，526000） 

【摘 要】：中国美术学院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创建于重庆的一座美术创作和研究机构。通过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平

台，徐悲鸿积极推行实践他的写实主义创作主张，培养写实主义创作团队，形成了以吴作人、冯法祀、孙宗慰、齐

振杞等人为主要力量的徐氏写实主义团队，创作出了一批表现社会生活特别是抗战生活的优秀艺术作品，为写实主

义在抗战时期向以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为旨归的新写实主义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 1949 年后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准备了艺术的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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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6 月，在南洋各地举办赈灾画展宣传抗战近四年的徐悲鸿返回重庆，继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同年 10 月,国民政

府中央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骝先先生为宏奖学术,提议利用由“庚子赔款”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提供经费开办中国美术学

院，每月经费 1万元,由徐悲鸿担任院长[1]。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所领导的这所美术学院不是美术院校，而是美术创作、研究机构。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员实行聘任制。

中国美术学院聘用的研究员有张大千、吴作人。除知名画家外，徐悲鸿还聘请一些青年画家为副研究员，如李瑞年（初期兼任

秘书）、陈晓南、艾中信、孙宗慰、张倩英等。在外地兼职的副研究员有张安治、黄养辉、冯法祀、沈福文、费成武等。助理研

究员则有齐振杞、宗其香。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大都是徐悲鸿所在的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老师或者追随徐悲鸿写实主义艺术道路并

得到其指点、提携的年轻艺术家。 

1942 年 10 月 25 日，当时《商务日报》刊登了“国立艺术研究院徐悲鸿院长在筹备中”的消息：“国立艺术研究院刻已筹

备就绪，院长为名画家徐悲鸿，研究员闻已聘定陈晓南、张安治、孙宗慰等八人，并已在四川灌县觅得院址，于磐溪设立工作，

并悉画家陈晓南即日赴川东购办绘画器材云。”11 月，徐悲鸿为选择院址，亲自前往勘察，《中央日报》于 11 日报道：“美术

家徐悲鸿为筹备中国美术院选择院址，特已于十日自渝起程赴蓉，转灌县勘择。闻离灌县城赴青城山之路上，傍山有一广宇，

风景清幽，颇宜绘事……” 

中国美术学院的院址设在重庆郊区磐溪的石家花园的石家祠。徐悲鸿和在重庆的研究员全部搬进入住，朝夕相处，共同切

磋艺术，提高画技。 

中国美术学院是除中央大学艺术系之外，徐悲鸿推行他的写实主义创作观念的又一重要阵地。学习引进西方的写实技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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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方法，在民初的“美术革命”风潮中呼声最高，康有为、陈独秀包括徐悲鸿都曾写文章撰述。但在此后的艺术实践中，写

实主义并没有取得显著的创作成绩和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被史家称誉的 1927—1937 的“黄金十年”中，从学习西

方来看，现代主义显然取得的成果更多，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中国早期的艺术留学生，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法国，受到西方

现代派的影响要远远大过古典或者写实。所以回国之后，这些留学生也更多地将现代艺术的观念带回了国内。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在国内举办的几个重大展览上都可以感受到现代主义的力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写实主义绘画的薄弱和处于劣势。并且，

无论是在 1927 年上海私立中华艺术大学主办的联合画展上，还是 1934 年的艺风社的展览上，徐的写实主义都受到了公开的批

评。如叶秋原撰写的《联展归来》中写道:“徐先生似乎太注重于实在对象之再现！而一方稍为忽视些理想对象之现露。”绿荷

所撰《美术联合展览会》写道：“迂腐的思想，执着他固有的成见，绝端不容纳新的或是进一步的思想。” 

1929 年，第一次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徐悲鸿借双徐之辩，将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以及野兽派等大师骂了个狗血喷头，

算是公开表达他的艺术立场，大概也有“出口恶气”的意思在里面。 

正是因为战争的来临，严峻的现实形势，家国天下的集体文化心理，使得整体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无法继续下去，而关

注社会人生为艺术标榜的写实主义等到了它的时代。其实早在1937 年于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上，表现劳工题材的现实主

义绘画就已经开始占据上风。如陈晓南的《建设时期》，孙多慈的《石子工》、李剑晨的《掘芋》、赵作忠的《劳动代价》等，其

中作者多为徐悲鸿所在中央大学的师生或者写实主义的拥趸。这些作品，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或者米勒的

作品。 

而徐悲鸿本人在这次展览上的作品则是描绘广西抗日名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眺望》（原名《广西三杰》），一

幅无论从题材还是色调都近似于宣传画的作品。 

不管怎样，徐悲鸿这一路写实主义的胜利着实不易。因此，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终于使得写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抗战中完全

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徐悲鸿为自己艺术理念的胜利倍感兴奋，他在 1942 年发表的《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

“抗战改变吾人一切观念，审美在中国而得无限之开拓，当日束吾人之一切成见既已扫除，于初尚彷徨，今则坦然接受，无所

顾忌者，写实主义者是也……战争兼能扫荡艺魔，诚为可喜，不佞目击其亡，尤感痛快。”[2] 

抗战时期，徐悲鸿更是以极大的热情鼓吹写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方法，更加自觉地培养写实主义的年轻艺术家。而中国美

术学院的创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舞台。正如徐悲鸿所言：“把国内有才能有理想的画家集中起来，创制以写实的技巧

表现生活内容的作品，想开一条新艺术的途径。”[3] 

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中，徐悲鸿再次阐发了他的写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并再次表达了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极端排

斥和厌恶，认为“西洋艺术输入中土”，只是“进口许多污秽之物”，即印象派和后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主义艺术，而中国

自身就有“名山大川”，种种“丰繁博厚之花鸟虫鱼”，以及“数千年可征信之历史，伟大之人物，种种民族生活状态，可供

挥写”，因此绘画“振之道无他，以人之活动入画而已”，也就是注重写生，走进生活，关注社会人生，取写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 

徐悲鸿以写实主义理念领导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同仁也自觉追随和践行徐氏的领导，在创作中注重艺术和现实

生活的紧密联系。艾中信回忆说：“进中国美术学院以后，我遵照徐先生的教导，主要在生活中写生作画，酝酿创作题材。我

于 1943 年冬天先到川西，后又转赴湖南安江前线写生。在战地写生中和国民党新六军联系时，凭我的一张中国美术学院的聘书，

竟得到许多方便，这是与徐先生的名望有关的。”[4]冯法祀被聘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之时，正跟随抗敌演剧四队参加抗日宣

传。徐悲鸿在给冯法祀的信中写道：“我聘你为副研究员，你仍留在演剧队，每年缴画若干幅。”冯法祀在追忆师徒之间的这

段往事时写到：“我体会他这样做，既鼓励我努力作画，又不让我脱离生活，这也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艺术思想的体现。

1943 年，我将新作品《铁工厂》《第一把锤手》《开山》和战地写生画多幅，再次请他检查，他极其兴奋地肯定了这些作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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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的要求。他说：‘这些画，群龙无首，你应选出一张画，进行加工创作。’他帮我挑选了《开山》这幅油画速写，要我

立即着手大幅油画创作。为了进行这张创作，我在重庆北温泉呆了一年。”[5] 

1943 年 7 月下旬暑假期间，徐悲鸿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人员到灌县和青城山写生。除了在青城山写生，他们还经常去

附近的灌县写生，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捕捉到纸面上。[6] 

徐氏写实主义团队的代表人物有吴作人、冯法祀、艾中信、陈晓南、孙宗慰、齐振杞等。在徐悲鸿的众多弟子中，吴作人

的名气最大。1928 年，吴作人入南国艺术学院，在徐悲鸿主持的美术系学习。同年秋转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工作室学

习。20世纪 40年代，吴作人赴西部写生，他的作品表现了青海、敦煌、康藏等地的边地风情和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生活，拓展

了写实主义创作的新领域和新意境。徐悲鸿在 1945 年《中央日报》发表《吴作人画展》评论文章，特意指出：“作人一本吾人

之写实主义作风，孜孜不懈，时以新作陈出为人所称道。”[7] 

孙宗慰，1934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在校期间得到徐悲鸿赏识。1938年抗战爆发后，孙宗慰和吴作人、陈晓南、文金扬

开赴第五战区前线宣传抗日。同年 10月经徐悲鸿力荐留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41年随张大千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1942

年又跟张大千去青海塔尔寺，见到蒙、藏少数民族热闹非凡的庙会。孙宗慰为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生活所吸引，以极大的兴趣

和热情进行写生，创作出《藏族舞蹈》等具有浓郁民族风的油画作品。徐悲鸿看到孙宗慰的这些作品后，非常高兴，不仅聘他

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而且亲自撰文表达了对于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肯定和期待之情：“尚我青年均有远大企图，高志趣者

应勿恋恋于乡帮一隅，虽艺术家应以开拓胸襟眼界为当务之急，宗慰为其先驱者之一，吾寄其厚望焉。”[8] 

冯法祀 1933 年考入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1937 年毕业时，他本可以去法国继续深造艺术，却在同学的影响下，投奔了

红色阵营，并且跟随抗敌演剧队四队，辗转于桂、赣、黔、川数省，历时多年进行抗敌宣传。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冯法祀笔下

的写实主义画面更为生动感人。冯法祀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有《靖西老妇》《演剧队歌手》《镇南关》《木瓜树》《俄孔的兵》《开

山》《演出之前》《捉虱子》和《石林》等。这些在流亡途中和战争间隙创作的作品，散发着泥土和硝烟的气息，是真正符合徐

悲鸿写实主义理想的创作，冯法祀也成为老师最为钟爱和给予厚望的弟子之一。1938 年徐悲鸿从重庆写给远在武汉的冯法祀的

长信中，由衷地表达了对冯法祀独特的艺术生活的肯定乃至向往：“倘若我非因身体不佳，决不令弟一人为中国美术事业受此

艰辛。”[5] 

虽然是以表现抗战题材为主，但是冯法祀的作品绝对不是概念化的和题材先行。他曾说：“我画的宣传画不是漫画式的符

号，都是写实性的人物，人物都是经过推敲的。”[9]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冯法祀总是能够提炼出事物最生动本质的细节，作品既

富有宣传的力量，又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创作于1946 年的《捉虱子》是冯法祀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军人在战斗的间隙捕捉身

上虱子的细节表现出艰苦的抗战生活，令人动容。 

齐振杞虽然不是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教出来的科班学生，却受到徐悲鸿的器重，1943年，26岁的齐振杞就被徐悲鸿聘为中国

美术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并在抗战后随徐悲鸿北上，成为执掌“国立北平艺专”之后的主力干将之一。齐振杞也是非常出色的

写实主义画家，先后有《北京街头》《拾煤渣者》《东单小市》《菜市》等佳作问世。描摹北方古都市井风俗，充满生活气息。另

外又有《嘉陵江上》等风景画作，《袭击》《冲锋》《负伤》等抗战题材作品。《双人肖像》是他的人物画作代表作，描绘一对普

通夫妇肖像，人物刻画传神而自然——男人手持烟卷，有些茫然而疲惫地看着前方，女人手不停歇地织着毛衣，却定格在抬头

的一瞬间，似乎看到了画外的观众。可惜，这位非常有前途的写实主义画家，却于 1948 年不幸因病逝世，年仅 32岁。 

1944 年初，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第一届展览，全部展品约 150 件，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粉画、竹画、

书法。其中徐悲鸿的《奔马》《山鬼》、孙宗慰的西北边疆写生、冯法祀的战场素描、黄养辉的肖像画最惹人注目。从展品可看

出抗战时期新写实主义美术的成长。陈树人在《中国美术学院画展献辞》中指出：“中国美术学院之创立，悲鸿先生领导多数

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和精纯的绘画技能的优秀同志。用他们的心血来灌溉图画的壮朵，这次展览，就是他们力作的结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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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写实主义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却也并没有创作出多少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抗战题材的

作品。徐悲鸿直接取材于现实的创作也只有1937年初到重庆时创作的《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少数作品。影响最大的是1939

年创作于新加坡的《放下你的鞭子》，但是画面主要描绘的还是女演员王莹的角色造型。徐悲鸿更擅长表现经史题材，始终难以

摆脱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而他在重庆期间公开展览表现现实关怀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马、雄狮、公鸡等为表现主体的“借物咏

志”类绘画。虽然“借物咏志”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毕竟和真正的写实主义要求还有相当距离。徐悲鸿本人在解放后曾自

我剖析：“我虽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人民大众。”[11] 

抗战时期，写实主义通过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平台，通过徐悲鸿以及众弟子的艺术实践得到了发展壮大，并为写实主义在抗

战时期向以“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为旨归的新写实主义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整体来看，徐

悲鸿及其所领导的写实主义团队，即使在民国时期，已经流露出偏向宏大叙事，甚至阶级意识，配合现实政治宣传等倾向。虽

然事实上徐悲鸿的精神气质如其早年合作者田汉所说“是一个古人”，然而徐悲鸿所体会过的生存艰辛和任侠好义的性情却最

终使他倾向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美术以及艺术观念，从而为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团队能够成为 1949年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重

要力量埋下伏笔。然而写实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基于人道主义之上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批判，以及对于平凡人生的记录。

其实早在 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创作的作品即表现出了对于平凡生活的关注，比如在 1927 年联合画展展出的《远闻》一画，

表现咖啡馆一角一个埋头读信的女孩，虽然表现的是公共空间，但深入到了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件成功的写实主义作品。

但是后来他很少再有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抗战时期，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其他写实主义画家那里得到了表达。如吕斯白创

作于 20世纪 40年代表现四川乡下生活的《庭院》，秦宣夫的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反应时代风云的《母教》等，还有符罗飞的

以速写式的有着表现主义意味的艺术语言记录普通灾民生活、批判社会不公的作品，可以说，这些画家和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创

作团队一起，在抗战时期共同为写实主义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院址设在北平艺专内。抗战胜利后，因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经费不支，乃与

北平国立艺专合并。1947 年，中国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的展厅里举行联合美展，

这是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创作团队的集体亮相。关于这次展览，李天祥撰文写道：“徐悲鸿先生和艺专新聘教师们的作品

展览，却完全是另一天地，使长期处于被屈辱、被欺凌几近麻木的古城北平为之震撼。在展览会上我看到了徐悲鸿先生《愚公

移山》《奚我后》《会师东京》等巨作，也第一次看到冯法祀先生的巨幅创作《演剧队的晨会》。这些作品使我热血沸腾，激动得

热泪盈眶。我看到的不仅是艺术作品，而是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灵魂。”[12] 

中国美术学院的名义维持至 1949年北平解放，但是徐悲鸿所创立的写实主义美术体系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跨入了新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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